
寻找丁玲“自己的声音”

——重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女性视角
黄丹銮

内容提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否仍具有丁玲独特的创作个性，一

直是学界论争的焦点之一。从反思封建文化的层面分析《太阳照在桑干

河上》中不同阶层的农村女性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生存境遇、命运变

迁，便能体味到丁玲并没有完全斩断延安前期的创作追求，丁玲仍在以

独特的女性视角观照世界，剖析社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一部

革命文学作品，拓宽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道路，它所呈现的人道

主义情怀则始终给中国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以警醒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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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情怀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否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式写作，是否仍具有丁玲独

特的创作个性，一直是学界论争的焦点之一。丁玲最令人欣赏的创作个性是敢于

直面人生、暴露黑暗、干预生活，具有强烈的知识分子批判意识与深沉的女性主

义思想。然而这恰恰是丁玲的创作在延安文艺整风中遭遇批判的原因。从“贞

贞”、“陆萍”、《三八节有感》到“黑妮”，丁玲都因为女性而承受着巨大的

创作压力，“女性”就是丁玲延安后期最深的创作隐痛。因此，从反思封建文

化的层面分析作品中不同阶层的农村女性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生存境遇、命运变

迁，便能真实地触摸到丁玲一以贯之的女性主义思想。

一

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一个关键术语是“双声话语”。它是指 “妇女作家在男

性霸权文化之中深感身份焦虑，她们试图自我表现，但在无意识中却感受到男性

权威的威慑，她们不得不在被压抑与反压抑中寻求自身的存在”。因此，在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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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的作品中，运用了双声话语的写作策略，“既体现着主宰社会的声音，又体

现着属于自己的声音，或者说在表面显性声音中隐含了异样的声音”
 1

。这一关

键性术语，对于重新感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当丁玲曾

经自信的文学思想、文艺观念备受延安后期的政治革命话语的挫伤与压抑时，丁

玲虽然表现出一种幡然省悟的政治文艺姿态，但是，丁玲的内心同样深感“文艺

观念”认同的焦虑，她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政策要求的框范内寻找自己的话

语空间，以曲折隐晦的艺术方式传达自己的“声音”。

丁玲的女性主体意识是否仍存在于《桑干河上》，这一直是备受争议的关节

点之一。以零度情感呈现农村妇女性别主体意识的缺失，恰恰是丁玲女性本体立

场的发露。这一点可以在与周立波的文本比较阅读中更直观而深刻地感受到。

贫农家庭的妇女无衣可穿，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一种常态。两位作家都注意

到这一现象，但周立波所呈现的农妇，明显缺乏男性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描写，

而更多理所当然的文学想象，使得农村女性精神世界的展现成为空白；而丁玲更

敏感于这类女性对于物质贫困的无奈与麻木，更敏感于她们精神世界的困顿与苍

白。对这类心无微澜、思如止水的农村女性，丁玲若采用她一贯擅长的心理描写

便难以反映她们停滞的意识流，因此，丁玲采用的行动描写、语言描写则十分有

效地透视出农妇性别自觉的缺失和女性情感的淡漠与荒芜。这样的对比阅读虽然

是冰山一角，但我们已经感受到，丁玲并未“几乎完全丧失了她独特的艺术个

性，包括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那些独特的禀赋”。
 2

对于农村女性处于何种生命状态，丁玲首先客观地呈现了地主阶级“男性中

心”的家庭结构模式。钱文贵老婆对于钱文贵的依附关系，丁玲采用非常直观的

叙述：“伯母是个没有个性的人，说不上有什么了不起的坏，可是她有特点，特

点就是一个应声虫，丈夫说什么，她说什么，她永远附和着他，她的附和并非她

真的有什么相同的见解，只不过掩饰自己的无思想，无能力，表示她的存在，再

末就是为讨好。”

虽然，地主阶级女性的“无思想”、“无个性”是被直接表述出来，但是，

阶级批判的视点容易让我们忽略其中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然而，当以相同的视

角观照农民阶级时，我们便会发现：在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男性中心”的家庭

结构模式是普遍存在的，不仅存在于地主阶级而且存在于承受政治经济双重压力

的农民阶级，即不同阶级的农村女性在两性关系中都处于次一等地位，甚至承受

着来自同阶级男性的性别压迫。“妇女问题，在与男人的问题的对立中才具有自

己独立的意义，它建立在一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但本质上不属于政

治和经济的范畴”。分析丁玲对于中国封建传统中两性关系的反思，同样必须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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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超越政治经济领域的眼光，联系性地观照不同家庭中相同的男女关系模式。

下面我们截取三个男女关系模式片断并置比较：

“那时答应他们做个啥捞子妇女主任，张裕民还给你说来，你又没说

不赞成，如今又怪咱，咱横竖是个妇道，嫁鸡随鸡。……去开会还不是为了

你？你今天也想有两亩地，明天也想有两亩地，……好赖咱靠着你过日子，

犯不着无头无脑生咱的气。”她吹熄了灯，赌气睡在炕那头不响了。这老实

人李之祥，也不再说下去，……

这是董桂花和丈夫参加了文采召开的六小时大会回家后，丈夫非常气恼，董桂花

被丈夫讽刺揶揄时的回答。

（她）骂着骂着，那老看羊人也就动了火，他会象拧一只羊似的把她

拧进屋来，他会给她一阵拳头，一边打一边骂：“他妈的，你是个什么好东

西，咱辛苦了一辈子才积了二十只羊，都拿来买了你，你敢嫌咱穷，嫌咱

老！你这个骚货，咱不在家的时候，知道你偷人了没有……”老婆挨了打，

就伤心伤意的哭了。……可是她却慢慢的安静了，她会乖乖的去和荞面，她

做偏食给他吃。

这是文本中最泼辣的女性周月英发泄不满情绪后被丈夫打骂冤枉的情形。

只听得赵德禄狠狠的骂道：“……你简直丢尽了脸，你叫咱在村上怎

么说话嘛！……”屋里面更传来砰砰磅磅的声音，和女人的锐声的喊叫：

“打死人了，救命呀！”……从门里又冲出赵德禄的女人，象个披发鬼似

的，踉踉跄跄的逃了出来，还在一个劲喊“救命”，……赵德禄光着上身追

了出来，一脚又把他老婆踹在地上了。……他什么也不顾忌的又抢上去，只

听哗啦一声，他老婆身上穿的一件花洋布衫，从领口一直撕破到底下，两

个脏稀稀的奶子又露了出来，他老婆……伤心伤意的哭了起来，双手不断的

去拉着……，却怎么也不能再盖住她的胸脯了！赵德禄……气呼呼的骂道：

“看那不要脸的娼妇！把咱的脸都丢尽了。咱在村上好歹还是个村副呢！”

这是题为“好赵大爷”一章中，赵德禄女人因为接受了地主江世荣女人的一件上

衣，被赵德禄当众踢打、扯烂其上衣羞辱的场面。

丁玲对董桂花（女性）及周月英丈夫（男性）由外而内的语言描写，实质上

分别从女性、男性两个角度透视了普遍存在于农民阶层的封建文化桎梏——不仅

男性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而且女性也是以“他者”为中心的。而两性关系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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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远不止于此，“在封建的禁欲主义思想统治下，妇女的地位才全面地下降到了

社会的最底层，在这时，她们不仅作为一般的占有物，而且还当作罪恶的渊薮、

不净的动物而受到社会的普遍歧视”。于是，丈夫眼中的周月英是“东西”、是

用二十只羊抵换来的“骚货”，赵德禄女人是可以当狗一样地“踹”、当众羞辱

的“不要脸娼妇”。在“好赵大爷”这个主题之下，我们看到了丁玲为我们描摹

了一场淋漓尽致地辱骂殴打老婆的场面。赵德禄之所以要打老婆，是因为她接受

了地主江世荣的“贿赂”——一件不合身的上衣。在这个原本充满“廉洁”的场

面里，我们感受不到“赵大爷”的英勇、正义，却感受到赵德禄女人的卑微、屈

辱。丁玲将一场充满戏谑色彩的家庭“闹剧”放置在“好赵大爷”的主题之下，

反讽的意味便浓厚起来。显然，这些最晦暗无光的女性生命熔铸了丁玲更多的血

泪，埋藏了丁玲更深沉的愤懑，寄寓了丁玲更悲切的同情。

三位农妇分别代表了农民阶级不同精神色调的女性形象：董桂花是中性的、

过渡色彩的，周月英是烈性的、火辣色调的，赵德禄女人是苍白的、无“色”无

“性”的。但是，无论是温厚老实的赵德禄女人，还是尖利泼辣的周月英，她们

都难以在两性关系中闪耀出一丁点女性个性的光影，都不会摩擦出一两颗女性抗

争的火花。可见，丁玲对封建传统两性关系的悒郁之情与沉重剖析，是隐蔽在对

最底层农村女性生存场景的最真实临摹中的。

实质上，丁玲在创作《夜》时，艺术表现手法就已经走向成熟，擅长以纯粹

客观的临摹手法表现两性间的矛盾冲突与不平等地位，而作者完全隐退到笔下人

物的背后，由人物独立与读者对话。而在《桑干河上》中，丁玲同样以零度情感

叙述呈现着农村女性生命的卑微与屈辱。在家庭中被丈夫辱骂踢打已经成为农村

女性不以为意的生活习惯，也成为她们难以逾越的生命常态。丁玲之所以能不温

不火地叙述类似场景并不是因为丁玲失却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而是因为最真实客

观的呈现恰恰就是丁玲最沉重的反思与批判。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丁玲的批判

是立足于女性立场的自我反省，矛头是直接指向封建传统文化对于女性精神的戕

害与钳制。可见，重新提笔创作小说，丁玲依然保持着对社会最底层女性内在精

神境遇与外在生存境遇的关注。

那么，在土地改革胜利之后，这一女性群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会有什么样

的命运变迁？先让我们将她们生活的变化放置在一起比较：

“董桂花现在没有顾忌了，她丈夫李之祥说：‘没事，你尽管去开会吧，咱

还要开会呢。’”这是土改胜利后，丈夫对董桂花进行社会活动的“支持”。

“她（周月英）在那次斗争会上，妇女里面她第一个领头去打了钱文贵，抢

在人中间，挥动着她的手臂，……一任风吹雨打的下贱的手，却在一天高举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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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下死劲打那个统治人的吃人的恶兽，这是多么动人的场面啊！……她在这样

做了后，好象把她平日的愤怒减少了很多。她对羊倌发脾气少了，温柔增多了，

羊倌惦着分地的事，在家日子也多，她对人也就不那末尖利了。”这是周月英在

土改胜利后，与丈夫的矛盾渐渐少了，甚至改变了泼辣尖利的性格。

“赵德禄的老婆，也分得了两件大衫，她穿了一件蓝士林布的，又合身又漂

亮，……她自己摸着胸前的光滑的布面……”这是赵德禄老婆在分土改果实时，

名正言顺得到了合身的上衣。

以上场景是丁玲从政治革命的层面呈现了土改胜利给社会最底层女性所带

来的生存境遇的变迁。土改的胜利确实给农村女性的物质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但以上场景描写并不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这首先是因为，周

月英被丁玲“说明”是最具抗争意识的女性，在土改运动中是第一个伸出手下狠

劲打钱文贵的女性，但在两性冲突中，周月英却是挨打哭泣后“慢慢的安静”、

“乖乖的去和荞面”、“做偏食给他吃”的女性。这样的女性人物形象明显超负

荷地负载了丁玲所赋予她的角色任务，人物的抗争性便如贴在人物身上的标签，

而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其次，周月英在斗争了钱文贵之后，尖利的性格变得

温和，夫妻关系得到改善。这同样不尽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土

改运动的胜利亦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传统中的两性关系。毛泽东曾经从“中

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中，特别突出了农民肯定性的一面”，而在

思想领域，农民阶级“就其整体性质而言，始终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封建思想的藩

篱”
 3

。然而，丁玲从政治革命层面切入“缓解”了两性的矛盾冲突，则明显遮

蔽了农村女性在封建意识形态领域中真实的历史境遇，搁置了民主政治革命进程

中农村女性的社会解放问题。

二

在延安前期，丁玲1941年创作的小说《夜》与1942年“连夜挥就”的杂文

《三八节有感》，从主题上看，可以被视为姐妹篇，它们分别从某一方面呈现了

不同阶层的女性在封建传统中的不幸境遇。《夜》表现了农村女性遭受性别压迫

时难以名状的精神压抑，《三八节有感》则直接倾诉了延安“新女性”在承受家

庭与社会双重压力时，却还背负“落后”之名而被迫离婚。但是，这些贯注丁玲

血泪的“声音”，在整个革命战时语境中显然是极不和谐的音调。丁玲女性立场

的个性言说在延安整风之前被暂时默许了，在延安整风期间则遭遇全面的批判与

否定。到了创作《桑干河上》时，丁玲虽然并未忽略女性问题，但在生死攸关的

民主政治革命斗争中，这一问题并不具备充分展开、充分暴露的创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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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丁玲能为女性言说的话语空间已经被极度压缩，但是我们研究的目光难

免要被文本中的某些女性所吸引，特别是倾注了丁玲最多女性情感的“黑妮”。

这表明《桑干河上》仍是丁玲带有独特女性创作视角的作品。“黑妮”负载了丁

玲何种创作沉思，我们需要从不同的层面解读丁玲女性文学创作的超越与局限。

黑妮这一人物形象不管在文本的前半部分显得多么具有“莎菲式”的女性色

彩，但是在文本的后半部分显然不是被“塑造”出来而是被“说”出来的。丁玲

为什么不得不“说”呢，这便是因为丁玲其实无法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解决

这类女性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不幸遭遇。黑妮所负载的创作意图是丁玲在现实的历

史语境中所无法解决的，因此“黑妮”形象便显示出“虚假性”的艺术损伤。

关于“黑妮”负载了丁玲何种创作意图，我们必须回到“黑妮”的原型问

题。丁玲在怀来进行土改工作时，“看见过一个小姑娘，在地主家的院子里晃了

一下”，接着被告知：“她是地主家的侄女”，但却很可怜，被欺负被压迫，

“实际是家里的丫鬟”。于是丁玲“凭借一刹那间的印象和联想，那一点火花”

创作了黑妮。
 4

虽然这个“原型”是被普遍知道的，但是在以往，我们并没有仔

细理解丁玲创作这个带有争议的女性人物的意图。丁玲说：“她生活在那个阶级

里，但她并不属于那个阶级，土改中不应该把她划到那个阶级，因为她在那个阶

级里没有地位，没有参与剥削，她也是受压迫的。”可见，丁玲是以“黑妮”

反思着土改中这类女性的命运遭际：一个女孩子在封建地主家庭里，遭受封建传

统文化的束缚、压迫，婚姻无自由、人生难自主，一切任人摆布而无力反抗。然

而，当政治民主革命来临之际，这样的女性还要承受新的阶级批判与新社会的排

斥歧视，这种情况在《桑干河上》是有所表现的。丁玲敏锐地把握到，这类女性

处于历史的夹缝中，命运的不幸是“双重”的。

对于这种未曾真正压迫过别人而同样遭受着封建压迫的地主家庭中的女性，

民主革命政权应该如何“处理”她们呢？显然，丁玲希望人们能够从人道主义立

场而非阶级的立场上同情这类女性，使她们至少能够在民主政治革命中挣脱封建

地主家庭的束缚获得解放。如果看穿了丁玲此种创作意图，我们便不难理解，丁

玲为何替黑妮设置了那么孤苦无依的身世，让黑妮拥有那么多令人喜爱的品格、

承受那么多封建压迫的痛苦挣扎，这一切都是为了使“黑妮”能从地主阶级家庭

中“剥离”开来。因此，在文本的后半部分，为了让“黑妮”能够摆脱即将到来

的双重不幸命运，丁玲总是拿“程仁”对“黑妮”剧烈的情感矛盾斗争作为“引

子”，一步步“说”出黑妮应该被如何对待，并且最终被如何对待。让我们再来

关注隐藏在“程仁”旁边的丁玲及黑妮最终的命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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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仁自己总以为他是很公正的，他也恨那个老家伙，他很愿意斗争

他。可是他就不愿提到他侄女，总以为会把他侄女连上，没有想到这倒是可

以解放她的。

这是程仁斗争钱文贵的心理“顾忌”。程仁的顾忌就是丁玲的“顾虑”，程仁

“没有想到”的就是丁玲所想到的，寄寓了丁玲“解放她”的愿望。

程仁呆了，这个意外的遇见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他奇怪：“你看，她

还是那末快乐着呢！她快乐什么呢？”但程仁立刻明白了，象忽然从梦中清

醒一样，他陡的发觉自己过去担心的可笑，“为什么她不会快乐呢？她原来

是一个可怜的孤儿，斗争了钱文贵，就是解放了被钱文贵所压迫的人，她不

正是一个被解放的么？她怎么会与钱文贵同忧戚呢？”

这是“翻身乐”到来时，程仁如梦初醒的心理告白。丁玲再次强调黑妮凄苦的身

世，遭受的封建家庭的压迫，便是为了让黑妮得到更多的同情，为了让黑妮获得

的解放显得“顺理成章”。

队伍走过钱文贵家的时候，队伍大声喊：“打倒恶霸！”钱文贵的老

婆，没躲开，……后来，她忽然发现了什么稀奇物件一样，她惊讶的摇着

头，手打哆嗦，她朝队伍里面颤声叫道：“妮！黑妮！”但没有人应她，队

伍一下冲到前面去了。……她觉得这世界真是变了。

这是从钱文贵老婆眼中看到的黑妮的最终归宿。寄寓了丁玲最多关注和同情的女

性终于在文本中获得了“解放”。

从黑妮的创作原型出发考虑丁玲设置该女性人物的创作意图，我们便能体

会到丁玲超越阶级界限的人道主义情怀及敏锐深沉的女性文学思想。但是，黑妮

这一形象虽然也闪耀着女性的光彩，但人物的命途波折与命运结局显然缺乏扣人

心弦的艺术感染力。这是因为现实中“黑妮”的命途只能是渺茫的：在中国强大

的传统社会氛围中，这类缺乏抗争意识、反抗能力的女性，要么在封建文化的严

酷压迫与束缚中完结一生，要么在民主政治革命的阶级声讨中百般受辱，历史早

已注定她们非此即彼的悲剧命运。但是，当时中共领导的土改运动正处于紧要关

头，严峻的革命形势并不允许丁玲反映民主政治革命进程中不尽合理的一面。同

时，带着满腔革命热血的丁玲，本身亦对民主政权、民主革命怀有理想主义的憧

憬与热忱。因此，丁玲在文本中为黑妮的未来设置了光明前景，让“黑妮”在土

改胜利之时摆脱封建家庭，走向社会，融入了民主政治革命大潮。这一结局实际

上搁置了这类女性在民主政治革命中难以解决的命运遭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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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反拨进而反思延安文学开始，许多关于延安文学的历史文献资料纷纷被挖

掘出来，这对于重启延安文学研究具有极大的价值与帮助。在对《桑干河上》的

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延安后期意识形态化的文艺批评模式对《桑干河上》的创作

及出版所形成的压力与阻力，其中既有周扬对作品不置一词表示冷淡，又有彭真

在大会上不指名道姓的批评。为此，丁玲不得不背负着创作上的政治压力，重新

参加土改，修改作品。这些为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事实同时也常常被认为是影响丁

玲延安后期创作的负面因素。但是，当一种研究情况成为一种定见时，就有可能

遮蔽了历史的其他侧面。

在我看来，丁玲延安前期的小说都是短篇，而延安后期竟能创作一部长篇，

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丁玲在延安前期身居文艺界要职，其他文艺工作挤占了

丁玲的创作时间。二是丁玲在延安后期三度参加甚至直接领导实际的土改工作，

这为丁玲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积淀了丰富的素材。这两点或多或少地与延安文艺

整风有些联系。没有整风运动，丁玲未必能完全抽身文艺事务工作而投入土改，

而恰恰又是整风运动号召作家到群众中去，丁玲才名正言顺地参加土改获得第一

手创作材料。丁玲曾在给陈明的家书中提到：“这次决定去冀中搞土地改革是有

意义的，尤其对我的未完之作。这些理由想你是知道的。”
 5

从这个侧面我们可

以体会到参加土改工作的生活积累对于丁玲创作长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对于《桑干河上》的出版，我们的确看到了阻力，但是同时也有其

他人在帮助促成这部小说的出版，其中起决定作用就是毛泽东。丁玲1948年6月

14日的日记记载了周扬对丁玲与其《桑干河上》的不同态度：“周扬挽留我搞文

艺工委会，甚诚。但当我说到我的小说已突击完工时，他不置一词。……他比

较愿用我，但他对我之写作有意的表示着冷淡。”
 6

无独有偶，丁玲在6月15日

的日记中又记录了在西柏坡巧遇毛泽东时幸福愉快的感情。当时丁玲及时地推荐

自己的新作，得到“毛泽东和江青都表示愿读我的文章”
 7

的结果。在极为紧张

的政治军事时局中，毛泽东还愿挤出时间亲自阅稿，可以想见毛泽东对于丁玲创

作的重视。在紧随其后的日记中，丁玲又记录了她在西柏坡逗留时与周恩来谈至

深夜、与朱德跳舞、与江青相约喝酒等等交际往来。丁玲对于个人与中央高层的

交往有这样的感觉：“我常常觉得有些人还喜欢我，又常常觉得有些人并不喜欢

我。……有人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他看见了我的缺点；喜欢我的人是因为他

看出了我还有长处。我保持我的长处，克服掉我的缺点不就全好么？只要我有作

品，有好作品，我就一切都不怕，小人是没有办法的！我对于这里的印象是有家

人的感觉，这个好！同时也有大家庭兄弟妯娌太多的感觉，这个不好！偶然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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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好！常住麻烦。”在丁玲的日记中，我们感受到丁玲的率性天真，也看到了延

安后期的丁玲与中央高层之间一种“亲近”而“复杂”的关系。

虽然丁玲曾因经历“审干”、抢救运动而一度心境消沉，然而随着土改运

动的展开，挚友冯雪峰在1946年7月15日给丁玲的信中对她重新创作小说给予了

热情的鼓励：“你工作了多年，生活了多年，斗争了（也被斗争了）多年，是

否已准备从事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作品的写作？请告诉

我，——这实在是我最关心的。你‘平静’是我所希望的，但在写作上引起‘野

心’和燃烧起‘热情’则更为我所希望。”
 8

此后，丁玲积蓄了极大的创作激情

抱着腰疼病于1947年秋天完成了《桑干河上》前54章的创作。

凡此种种，对于重新冷静地感受革命政治话语对丁玲延安后期创作的影响

是颇有裨益的。处于政治斗争极为激烈的大革命时代，丁玲无法完全摆脱政治的

意识形态渗透，作品带有特定时代的政治烙印，这是作品研究必须慎重考虑的因

素。同时必须注意的是，“文学家不能站在岸边冷眼旁观世界和世人，评论家也

不能站在岸边评论文学家和文艺作品，他必须有一种设身处地的切身感受，必须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历史意识”
 9

。因此，我们可以品评《桑干河上》思想价值、

艺术个性的不足，但是我们应该设身处地理解丁玲作为革命者而不仅仅是艺术家

对于“革命”的承担，而不应该对丁玲的创作提出超越历史可能的批评。以联系

的眼光分析丁玲延安前后期的代表作，可以肯定的是丁玲仍然在以独特的女性视

角观照世界，剖析社会。丁玲创作《桑干河上》，是以自己的实践探索开拓着中

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道路，而丁玲博大宽广的人道主义情怀则始终给中国女性

主义思想的发展以警醒和启示。

注 释：

 1  贾奋然：《女权主义批评》，邱运华主编《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2  王雪瑛：《论丁玲的小说创作》，《上海文论》1988年第5期。

 3  9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版，第58、103页。

 4  丁玲：《谈自己的创作》，《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5  丁玲：《致陈明》，《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6  7       丁玲：《从正定到哈尔滨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至七月二十六日》，《丁玲全集》第12卷，河北人民出版

社2001年版，第337页。

 8  王增如：《深挚的爱——新发现的冯雪峰致丁玲的信》，《丁玲研究》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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